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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科技下乡的社会基础

———以 Ｙ 省 Ｊ 村柑橘品种改造过程为例

唐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与法学院，重庆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科技下乡对促进中国农村科技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农民对科技的接受

被视为一种被动现象；对农民主动现代化现象的分析，虽然看到政府与农民主动“合谋”的一面，但却

忽视了农民接受现代化科学技术背后的社会基础。 对 Ｙ 省 Ｊ 村柑橘品种改造过程的研究表明，在科

技下乡过程中，地方政府向农民推广新品种，除了看到农民的主动因素，还必须将推广新品种与农村

农民精英带头、本土资源有效利用以及亲情伦理支持等社会基础有效结合起来。 由此，科技下乡才

能获得成功。 而农民实践性的学习范式，传统、现代的非本质区分以及亲情伦理的继续存在，是地方

性社会基础得以介入的主要原因。 科技下乡要获得进一步成功，还必须改变下乡科技人员的知识传

播态度，尊重、提炼与利用各种乡土社会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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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科技下乡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机制，也是中国农民在现代化大潮中接受思想更新

与理性培育的重要实践过程。 在以往发展过程中，基于对现代化保守谨慎的态度，不少研究者

对科技下乡持反对立场，认为这将破坏农民自给自足的独立生活形式。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受到外来科学技术的影响。 在关于现代性与农村生态危机关系的研究中，
耿言虎 ［１］ 指出，在云南少数民族集聚居住的 Ｍ 县，尽管“刀耕火种”仍然有着生态合理性，但是

在一种外来定居方式和汉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当地农民还是“毫不犹豫”放弃了原有生活方

式，采用了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阿肖克·甘巴姆 ［２］ 对印度瓦朗加尔区棉花种植过程的研

究发现，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当地农民都是以种植水稻为生，但是随着外来科技知识的影响，他
们放弃了自己的老品种，开始引进基因杂交等外地水稻品种。 而在杂交水稻被普遍推广之后，
他们又开始种植棉花，并用“杂交 ４ 号” （Ｈ－４）和 Ｂｔ 棉等新品种取代了本地老品种。 此外，张慧

鹏 ［３］ 的研究也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之所以很快走上石油化工之路，主要与各种外来科技

知识传播有关。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这主要与农民受到各种经济利益的影响

有关。 在关于印度西部农业技术与价值再生产关系研究中，阿帕杜雷 ［４］２４０指出，在印度当地传

统的农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亲情伦理，可以保证他们在经济困难时，能得到宗族、邻居的照顾；而
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呈现出一种原子化个人倾向，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就只能靠自己解决，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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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产量高、品质好的外来新品种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应对危机。 对此观点，一部分研究者表

示反对，他们认为，在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对现代化科技知识的接受，并不是受到经济利

益的诱惑，而主要是受到各种现代话语意识形态的影响。 例如，在关于中国农村传统农耕知识

式微原因的研究中，任守云、付会洋 ［５］ 指出，在河北李村，农民之所以不再使用秸秆还田、土壤改

良等传统生产技术，并不是因为传统生产技术不再产生经济利益，而是认为外来科学技术更加

先进，所以在一种抽象的发展话语影响下，传统生产方式作为一种落后形态被放弃了。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都对农民接受现代化科学知识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但都存在

一个很重要问题，即都将农民视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者，而忽视了他们主动接受外来科技知

识的一面。 实际上，这与现实是不符的。 在关于云南滇池小村村民主动接受现代化的研究中，
朱晓阳 ［６］ 指出，在中国，斯科特研究进路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农民主动与国家“合谋”的一

面。 而实际上，在调查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种农民主动接受现代科技的现象。 所以，笔者认为，
要对农民接受现代科技的现象进行解释，就必须看到农民主动接受科技的一面。

当然，农民主动与现代科技“合谋” ，并不意味着农民对外来科技知识不加质疑地接受。 左

停、旷宗仁 ［７］ 认为，科技下乡的“最后一公里” ，实际上暗含了农民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政府、
专家、学者是单向传输者，这样的科学技术传播即使覆盖了最后一公里，也只能是形式上的传

播，而不是实质上的传播。 所以，要让现代科学技术对农民真正产生影响，就应该从单向转为双

向，即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也要考虑农民自身的特性。 而这实际上指出了科学技术传播的被接

受方问题。 因为在科技下乡过程中，我们依然同样要面临农民如何接受下乡科技的问题。 对乡

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反思中，在谈到当年运动为何失败时，梁漱溟 ［８］４４９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机制不

够完善，而主要是因为其所持理念离农民实际生活太远，从而导致“乡村运动而民不动” 。 如何

才能让农民认可和接受呢？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应该从科技传输体制改革出发，因为好的体制

更能了解农民的需求 ［９］ ；也有研究者认为，应该从科技传输内容出发，因为合适的内容更能提高

农民科技素质 ［１０］ 。 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应该从科技传输的社会基础出发，也即从农民自身特

性入手。 在对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进行研究时，潘家恩 ［１１］ 指出，在中国，农村合作社要办好，
不能脱离地方具体社会环境，因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个体主义、经济伦理以及阶层结

构性质和资本流动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脱离这些语境，仅谈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

一点，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体现。 在对中国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张
茂元 ［１２］ 指出，在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技术之所以较少受当地民众反对，并不是因为当地民众

与其他地区民众素质有较大不同，而主要是在机器引进过程中，新技术倡导者并没有将缫丝生

产与蚕农养殖完全隔离开来，而是建构了由村庄内部养殖到村庄内部就地生产的全生态产业过

程，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收入。 这就提示我们，在中国，要让农民更好地接受科技知识，就必须将

重点放在农民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 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的重塑，让科技下乡的对

象———农民，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在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关于文字下乡困境及其为何

难以解决的原因分析中，费孝通 ［１３］２０先生指出，早在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初期，当时的农民之所

以对文字难以接受，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而是当地有着不靠文字就能传情达意的社会土壤，
要让农民使用文字，就必须让中国社会基层发生变化。 徐勇 ［１４］ 对“法律下乡”的研究也表明，在
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让农民顺利接受外来之“法” ，就必须给“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

间。 因此，在科技下乡过程中，要让农民更好接受外来科技，就必须对其心理认知与社会语境予

以重点分析，因为这是农民“生于斯” “长于斯”的一个社会现实基础。 这一点，也体现在其他学

者的研究中。 例如，在关于农业规模化发展时期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研究中，徐宗阳 ［１５］ 指出，
资本下乡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如何组织生产。 因为与工业生产中的标准化形式不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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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自身特殊性，无法流程标准化，只能靠农民个体劳作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即使有公司想

要对农民劳作过程、劳作速度和劳作质量进行监督，也会因为缺乏统一标准而不了了之。 所以，
为解决农民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搭便车”难题，下乡资本往往使用分包制、熟人关系等传统社会

方式或关系来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 但是，徐宗阳也认为，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即使下乡资本解

决了农民“搭便车”问题，也不意味着资本下乡这一过程是顺利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工商企

业还要面临种植作物被阻拦收割、承包区域内道路使用权不被承认、成熟庄稼被大规模偷抢等

行为。 所以，下乡资本一定要成功解决上述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科技下乡要获得成

功，就应该尊重当地各种社会基础，包括对当地人力资源、传统习俗、地方性知识和社区氛围等

社会基础的了解、熟悉及运用。 之所以还要将地方性生产知识纳入科技下乡的社会基础，是因

为通过格尔茨 ［１６］ 和斯科特 ［１７］ 的观点①，我们发现，在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知识、技术和

技能虽然体现为一种地方性生产实践，但其也蕴含和反映了农民的个性与社会特征，所以地方

性知识也是我们必须重视的社会基础。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笔者就以一个村庄柑橘品种的成功改造过程来加以解释。 之所以

选择此案例，是因为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往往是地方政府的分

内职责。 为了让当地农民实现收入增长，地方政府往往会倾向于用高产量和高技术含量的经济

作物对农民原有品种进行替换。 这就涉及科技下乡的问题。 因此，该案例也就成为我们观察科

技下乡的一个“最佳窗口” 。 按照研究惯例，案例中部分人名和地名将以字母代替。 如无特别

说明，案例中的资料均为笔者实地调查所得。

二、案例背景：下乡科技在农村所遭遇的困境

在中国西南地区 Ｙ 省 Ｔ 县 Ｚ 镇，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Ｊ 村。 Ｊ 村人多地少，当地农民习

惯在田间地头种植一种果树———红橘树。 红橘个小皮厚，味道偏酸，但是当地老百姓爱吃，所以

也还有部分销售市场。 当地政府官员认为，Ｊ 村村民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从全省发展指标来

看，Ｊ 村经济还是太落后了，当地农民收入要想提高，就得在果树上做点文章。 因为只有好的果

树才有经济价值，才能给当地农民带来较为明显的收入增长。 但是，好的果树需要有多方资源

条件，而现在 Ｊ 村村民仅有红橘的果树种植经验，并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其他果树的条件，只能在

既有条件下入手。 经过一番探讨与协商，Ｔ 县政府决定让 Ｊ 村农民改种白橘。 白橘个大皮薄，营
养价值高，水分多，有很好的销路，是一种能够有效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的果品。 但是，在推广过

程中，Ｔ 县政府发现，白橘属于外来新品种，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当地农民要想种植成功，就得

掌握不少种植技术。 ２０１４ 年，Ｔ 县政府决定由县农业局副局长 ＺＺＷ 带队，组织一批技术员，在
春耕之前，以科技扶贫名义前去 Ｊ 村指导当地农民种植白橘。 如果 Ｊ 村能够种植成功，就可以在

全镇推广。
事与愿违，Ｊ 村村民并没有对种植白橘表现出积极性，原因是这些年外来技术人员到他们这

里来搞实验的多，但成功的却很少。 在 Ｊ 村村民眼里，现在来的这一批，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所以，他们对此也并不抱太大期望②。 不过，当时带队的 ＺＺＷ 告诉笔者：

Ｔ 县县委、县政府是下了决心的，（因为）当时省里已经下达了要帮助当地农民调

整经济结构的通知。 Ｔ 县是个贫困县，工业总产值又低，唯一的优势就是气候湿润，光
照时间长，适合种果树。 县里派我去，就是想搞个典型，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有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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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是指格尔茨和斯科特等人在尊重民众地方性实践基础上先后提出的“地方性知识”与“米提斯”等观点。
实际上，这在农村确实是一种较为平常的现象。 笔者在其他省份调查时也发现，尽管这些年来，一些农民的田间地头

立了不少“科技示范田”的标牌，但是问农民这些标牌如何得来，他们表示也不清楚，说是村上要立在这里，就立了。



范效应。 现在选择 Ｊ 村，一是因为 Ｊ 村长期是（县委）李书记的驻点村；二是因为 Ｊ 村确

实比较适合种植白橘，他们的红橘不就一直种得好好的吗？
尽管派驻官员意志坚定，但是 Ｊ 村农民却不这么认为。 在访谈中，有村民告诉笔者，对于白

橘种植，他内心是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致富，现实问题是，他们一点种植经验和基础都

没有，没有信心能种植成功。
县农业局决定为当地村民办技术培训班。 但是，培训班办了一轮又一轮，村民们的田间地

头却还是没有动静，本该挖草翻新的老山坳还是毫无动静①，毫无要“开工种苗”的迹象。 技术

员们也曾找一些当地农民进行了解，问他们为什么会不拒绝参加培训，却在行动上没有任何表

示。 一些当地农民告诉他们，技术员讲的我们听不懂，既然听不懂，我们也就不敢干。
于是，为改变理论灌输行不通的局面，技术人员就决定从实践演示入手，以便当地农民更直

观地掌握技术。 可是，尽管科学技术人员在地里为农民们演示了白橘的栽种过程，但是当地农

民却鲜有立即跟进者。 Ｊ 村村民并不反对种植白橘，但问题是无论科技人员怎么努力，都得不到

当地农民行动上的回应。 所以，一些技术人员对当地农民进行了访谈，找出了农民不接受的主

要原因，即他们不放心。 当地一位农民告诉笔者，他当时是这样对技术人员讲的：
你们（技术员）让我们种白橘，我们能不欢迎吗？ 这是政府在想帮我们脱贫致富

呢！ 但是，你那讲座和演示，离我们太远了。 我们可担着风险哩！ 你想，橘树要三年才

挂果，三年后，不挂果怎么办？ 到时你们（技术人员）可以拍拍屁股走了，我们的地就浪

费了三年！ 种红橘，我们还有点保证，多少还种了这么多年！ 还有，这苗种下去之后，
后面该怎么管，我们也是没底！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斯科特 ［１８］ 指出，在千百年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农民最大的

生存伦理就是“安全第一” 。 在没有绝对十足把握的前提下，农民很难勇于创新。 在 Ｊ 村，白橘

种植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对习惯了原有生产、生活模式的农民来讲，他们需要有一个心理保障，
才能有勇气去接受这一新生事物。 Ｔ 县农业部门领导和技术人员在技术扶贫、技术下乡上，固
然有着很强的责任心，但是由于没有紧贴村民生活现实，所以自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得不到

当地农民的响应了。

三、地方性因素在科技下乡困境中的介入

在 Ｊ 村，因为意识到自己原有做法的不妥，所以为了让当地农民能接受新型柑橘品种的种

植技术，Ｔ 县下派农业局领导和技术人员采取了多种不同做法，纳入各种地方性因素，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村精英“带头人”作用的发挥

Ｔ 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发现，尽管他们的培训和演示活动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但是每次活

动都还有很多村民参加。 其背后的原因是每次交流活动，都有一位叫 ＬＱＭ 的村民积极参加，其
他村民在看到 ＬＱＭ 参加后，也就跟着参加了。 ＬＱＭ 虽然不是村干部，但在 Ｊ 村却有极大的威

望。 其原因是，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ＬＱＭ 就外出求学，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 Ｙ 省无线电厂工

作，但因其家庭成分不好（地主家庭出生）而被遣返回到农村。 回到农村的 ＬＱＭ 并没有气馁，而
是继续读书、学习知识。 也正是这种求学意识，使得 ＬＱＭ 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意识到个人发

展机会来了，于是，他放下锄头，组织一批人外出打工。 在积累一定经验后，他自己又组建了一

支建筑队，经常在外承包各项建筑工程。 ＬＱＭ 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头脑又灵活，所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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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 村地处山区，村民们的地都是分布在不同的山区地梁之间，利用不同地梁之间的凹陷地带种植庄稼。



就带领一批人发家致富了。 大家公认 ＬＱＭ 在赚钱方面很有头脑，每次 Ｔ 县农业局工作人员组

织村民们开会，村民们也跟着 ＬＱＭ 参加了，认为多少不会有偏差。 Ｔ 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得知这

一详情，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方法。 于是，他们与 ＬＱＭ 进行了交流，鼓励他起带头

作用。 实际上，技术人员进行白橘技术推广时，ＬＱＭ 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良机，但是因为家里部

分人反对，所以他没有行动。 后来，ＬＱＭ 在统一了家里人意见后，答应了农业局技术人员的请

求，拿出了自家五亩地，开始种植白橘。 ＬＱＭ 还订阅了农业科学书籍，主动钻研各种柑橘种植

技术，使种植的白橘苗顺利成活了。 ＬＱＭ 起到了示范效应，其他村民也开始积极效仿，并认为

既然 ＬＱＭ 都种了，跟着他干，肯定没错，Ｊ 村白橘种植技术推广所遇到的困境由此被化解了。 事

实证明，县农业局技术人员也没有看错人，因为在实际技术推广过程中，ＬＱＭ 不仅自己掌握了

白橘苗种植技术，而且还对上门来求教的其他村民有求必应，亲自示范，Ｊ 村村民很快就掌握了

白橘苗的早期栽培、种植技术。
（二）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

栽活白橘苗只是白橘种植成功的第一步，后期还有管理、灭虫等问题。 为了更有效利用 Ｊ
村村民已有的红橘种植技术，增强他们对新品种的种植信心，Ｔ 县农业局技术人员还将白橘种

植管理过程与当地生产传统及实践进行结合，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第一，新旧结合。 所谓新旧结合，主要是指在白橘种植技术推广过程中，Ｔ 县下派的农业局

技术人员经过调查发现，尽管红橘在质量和产量上不及白橘，但在母系植株的成活率上优势明

显。 把已有红橘种植技术利用起来，将白橘苗嫁接在红橘母本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两者

优势。 实际上，母本红橘、子本白橘的种植方法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路径，这不仅让 Ｊ 村村民

增强了种植白橘的信心，而且还使他们原有的传统技术得到了利用。 村民们和带头的 ＬＱＭ 及

县农业局技术人员一起钻研嫁接技术，很快就完成了全村所有白橘苗的嫁接工作。 Ｊ 村大田①

里很快就种满了各种各样嫁接后的白橘苗。
第二，科学应用传统病虫害防治方法。 当地农业局技术人员发现，在长期的红橘种植过程

中，Ｊ 村村民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性知识，比如什么时候应该施肥，什么时候应该

剪枝，什么时候应该除虫、打药，尤其在给开花期的红橘花骨朵除虫时，村民使用了当地特有的

一种中草药。 这种中草药来自本地一种草本植物，农民将其熬成浆，用水稀释后，喷洒在红橘花

骨朵上，能很快将害虫产在花心的虫卵杀死。 这样，红橘结果后，就不会出现里面有蛆虫的现

象。 不过，这种技术在割草、熬浆时都非常费时费力。 为了更高效地使用这一地方性资源，当地

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对这种草本植物进行化验检测，找到其中的灭虫成分，并用现代工业方法进

行提纯，使其成为一种可在车间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并发放给农民使用。 由此，当地村民给橘树

驱虫治病的传统技术得到了科学化应用。
第三，掌握和利用独特性山区气候资源。 村民在种植红橘时发现：海拔在 ７００ ～ ９００ 米的地

块，种植的红橘普遍质量较好；７００ 米以下的地块，种植的红橘味道就普遍差一些②。 得知这一

地方性生产知识，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对上述不同地块进行了测量，最后得出一个较为科学的结

论：海拔 ７００ ～ ９００ 米的地块，因为温度、湿度和酸碱度都比较适合橘树生长，所以种出的橘子质

量普遍比较高，而其他海拔高度因不具备这一独特环境而橘子质量普遍差一些。 于是，为了更

好提升白橘种植品质，在新橘苗种植第二年，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就和 Ｊ 村村民一起调整了白橘

苗种植位置，将新橘苗全部种在 ７００ ～ ９００ 米的海拔高度，这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种植好白橘的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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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大田，是当地俗语，指农民非房前屋后等边角的主要田地。
Ｔ 县属于典型的低海拔山区地带，Ｊ 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为了保证公平，农户承包的土地既有山脚耕地，

也有山顶农田，由此获得此经验。



（三）亲情伦理的支持

白橘要种植成功，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充足。 由于种田不赚钱，Ｊ 村很多年轻劳

动力都外出务工，这就导致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来完成套袋、摘果等密集型劳动力使用环节。 更

为重要的是，愿意留下来种植果树的都是五六十岁、难以在外地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夕阳群

体” 。 为了克服劳动力短缺的困难，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决定从村里以前参加学习、培训的农民入

手，以提供种地补贴奖励的方式，吸引他们回村种植白橘。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并没有很多

年轻人因补贴奖励而返乡务农。 相反，一些村民“简单粗暴”地让子女回家种地反倒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 有位村民告诉笔者，是父亲让他回来的。 他当时正在浙江一家化工品公司上班，一
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但是他父亲说，家里开始种果树了，劳动力不够，让他赶快回来帮忙，不
回来的话，过年就不要回家了。 由此，县农业局干脆放弃了补贴奖励，动员村民们让自己子女回

家。 一些在外务工的年轻村民都陆续回到了 Ｊ 村，开始在自家白橘果园里忙碌起来。 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也逐渐得到了解决，而取消的补贴奖励也以农业局免费提供白橘苗的方式返还给了 Ｊ
村村民。

四、地方性因素对科技传播的影响

事实证明，Ｔ 县的乡土社会介入机制在 Ｊ 村取得了较大成功。 白橘作为一种外来新品种，稳
定地在 Ｊ 村扎下根来。 ２０１９ 年，当笔者再次去 Ｊ 村调研时，发现白橘已经完全取代了当地农民

曾经长期种植的红橘，并成为当地的拳头产品。
（一）外来新品种种植规模逐年加大

自从 Ｊ 村白橘在第一年（２０１４ 年）初步种植成活之后，Ｊ 村村民信心大增，开始逐年扩大白

橘在田间地头的种植规模，表 １ 是 Ｊ 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柑橘种植规模统计：
表 １　 Ｊ 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柑橘种植规模

年份
品种

红橘 ／ 亩 白橘 ／ 亩

２０１４ １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９５ ２２０

２０１６ ７０ ３１０

２０１７ ４５ ４８０

　 　 　 　 　 　 　 　 　 　 　 　 　 资料来源：Ｚ 镇农业部门数据统计资料。

由表 １，我们可以看出，自从 ２０１４ 年当地农业局技术人员利用下乡扶贫机会在 Ｊ 村推广白

橘种植成功之后，以往主要在田间地头以及房前屋后种植的红橘面积开始快速减少，而白橘种

植面积开始快速增加。 到 ２０１７ 年，白橘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４８０ 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三分

之二①。
（二）农民收入逐年提高

在 Ｊ 村，白橘种植成功不仅使种植规模扩大，还使村民的经济收入也相应有所提高。 随着 Ｊ
村白橘挂果率的逐年提升，当地农民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白橘进入稳定挂果期后，虽然其价格

明显高于一般柑橘品种价格②，但由于其个大味甜，销路较好。 每年一到白橘成熟期，Ｔ 县周边

县（市）及 Ｙ 省省会不少机关单位或个人就前来大批量订购。 表 ２ 是 Ｊ 村白橘 ２０１６ 年挂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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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Ｚ 镇农业部门统计资料，Ｊ 村全部可耕地面积为 ７１０ 亩左右。
Ｊ 村白橘在进入稳定挂果期之后，基本亩产量维持在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斤（视每户农民投入和管理精细度） ；价格根据每年

收成不同上下浮动，但主要维持在 ６ ～ ８ 元 ／ 斤。



后，当地农民连续四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 ２　 Ｊ 村农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Ｊ 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２０１６ ７４２１

２０１７ ８５４０

２０１８ ９３８３

２０１９ １００７５

　 　 　 　 　 　 　 　 　 　 　 　 　 　 数据来源：由笔者根据 Ｚ 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得出。

由表 ２ 我们可以看出，自从 ２０１６ 年 Ｊ 村白橘挂果之后，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较大

增长，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４２１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０７５ 元，虽然距 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１．５ 万余元尚有一定距离，但这已经是一个较为明显的收入增长了。
（三）果园种植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多

Ｊ 村白橘种植的成功，也使 Ｊ 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 在前文中，当地农业局

技术人员对 Ｊ 村果园种植劳动力缺乏的担心也随着部分年轻劳动力回流、从事白橘种植的劳动

力数量①逐渐上升而被打消。 表 ３ 是 Ｔ 县 Ｚ 镇 Ｊ 村农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连续四年从事白橘种植

的人数。
表 ３　 Ｊ 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从事白橘种植人数

年份 从事白橘种植人数 ／ 人

２０１４ ６３

２０１５ ９２

２０１６ １１８

２０１７ １４３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到的 Ｊ 村各户历年主要从事白橘种植人数统计得出。

由表 ３ 我们可以看出，自从 ２０１４ 年白橘种植成功之后，Ｊ 村农户从事白橘种植的总人数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３ 人，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白橘种植规模开始稳定的年份）的 １４３ 人。 考虑到 Ｊ 村总人

数②中的未成年人占一定比例，这已经是一个较为明显的数量增长了。 Ｊ 村的白橘种植产业发

展，也有一个较好的劳动力数量基础。

五、地方性因素背后的主要社会维度

在前文中，Ｊ 村白橘之所以种植、改造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科技工作人员纳入诸多乡

土性因素有关。 但是，这些乡土性因素又有哪些主要社会维度，使得 Ｔ 县白橘这一科技下乡项

目得以顺利推行呢？ 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实践性的学习范式

在关于技术视角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路径研究中，谢培熙和王处辉 ［１９］ 指出，农民在

学习、领会外来科学技术知识时，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学习、领悟模式：第一种是政治精英中心模

式，即农民面对上级输送、传播而来的外来科技知识，一般会先学习，然后依据自己的理解实施

具体技术，遵循的是技术—文字知识—农民理解—生产实践的路径；另一种是大户中心模式，即
当农民遇到问题时，会随时找大户咨询、观察大户所为，然后效仿，遵循的是技术—观察—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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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白橘种植人数主要包括原本就在家务农人数和返乡不再外出务工人数两部分。 在 Ｊ 村，尽管白橘的

生长特性不需要全年对果树进行劳动投入，但是白橘种植却是上述群体不再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
到 ２０１９ 年底，Ｊ 村全村 ５８ 户，人口总计 ２５６ 人。



的路径。 谢培熙等人认为，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在和社员共同劳动中，传授技术的方式就

是一种大户中心模式，这更符合农民学习习惯。 实际上，这指出了在地方性乡土社会中，农民接

受外来科技知识的行为习惯。 在 Ｔ 县柑橘品种改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Ｊ 村农民之所以能接

受白橘品种，与村民 ＬＱＭ 的带头实践作用有很大关系。 作为一个先富的农村精英，ＬＱＭ 在 Ｊ 村

有较大的名声、威望，ＬＱＭ 接纳并亲自实践白橘种植，使原本抽象、难以产生共鸣的白橘种植技

术在农民那里得到了迅速响应和推广。 所以，白橘品种在 Ｊ 村种植成功，既是 ＬＱＭ 带头示范的

结果，也是农民更倾向实践性学习范式这一社会维度的体现。 当然，在外来科技传播过程中，我
们也必须看到，农民的带头示范与实践性学习范式倾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农民长期处

于一种非文字传播环境有关，即在非文字传播环境下，身边精英具体的操作、演练更为直观、达
意。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农民的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是他们习惯于从身边

模范人员的具体操作和实践中领悟践行，外来科技知识的学习路径尚未发生较大改变。 我们在

科技下乡的外来科学技术知识传播过程中，只有尊重这一生活习惯，从模范的树立与带头开始，
以身边精英直观、生动的实践，增强农民对外来科技知识的理解力与接受力，外来科学技术的推

广才能获得成功。 Ｊ 村柑橘品种的改造过程，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二）传统、现代的非本质区分

在 Ｊ 村，白橘的种植、改造成功，还与其地方性生产知识得到较大程度利用有关。 对农业发

展持一种较为保守态度的学者最为坚持的一个观点，即传统并不是如所描述的那样不适应现代

社会的要求。 具体到农业科学知识上，就是传统的农耕知识也具有自身的先进性。 在《农民、种
籽商和科学家：农业体系与知识体系》一文中，马格林 ［２０］３２０－３２２曾经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出于一

种对传统农业进行保护的考虑，虽然人们在口头上往往也会呼吁要重视农民的“传统技艺”和

“本土性知识”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农业科技知识有意识形态偏见，却往往以“专家型”
知识的强势压倒农民的“技艺型”知识。 但实际上，由于农业是一个本质上最不确定、学识式知

识最难以派上用场的领域，农民在千百年来所积累下来的各种农耕知识，譬如，对各种套种作物

的最佳搭配认知等，实质上也是一种先进知识的体现。 它能够帮助农民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
获得稳定的收益。 马格林认为，在农业知识的传播领域，农民有向专家学习的必要性，专家也要

尊重农民的习俗农耕知识，农业的传统与现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分，这实际上也体现在 Ｊ 村白橘

的成功传播过程中。 通过前文的案例，我们知道，在 Ｊ 村白橘种植过程中，虽然农民精英的带头

作用解决了农民接受外来科技的问题，但是，在科技推广过程中，农民如何领会、运用科技，还有

一个后期持续的问题。 在 Ｊ 村柑橘品种改造的过程中，Ｔ 县下乡的农业科学技术人员通过对红

橘母本的嫁接、传统病虫害防治方法的科学化运用以及独特性气候资源的掌握利用，很好地尊

重和利用了农民在千百年红橘种植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个体性智慧。 这种个性化智慧反过来又

提升了农民对自身掌握白橘这一新品种栽培技术的信心。 所以，Ｊ 村白橘品种种植的成功，也是

当地农业科技人员没有刻意区分传统与现代农业耕作知识的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传统农业科学技术被贬低和放弃的现象，究其原因，与部分

农业科技工作者在推广科学技术时自带一种知识体系的优越感，认为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才能带

来高经济效益，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不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方式有关。 但是，从 Ｊ 村柑橘品种改

造过程的案例，我们知道，忽视地方农业知识在乡土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背景及基础，强制实行

单方面的知识灌输，将会导致“曲高和寡”的结果。 Ｊ 村柑橘品种改造之前，当地村民对各种外

来科学技术及农业科技人员的疏离和怀疑，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外来科技知识传

播过程中，现代与传统，不应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合适就是最佳利用途径。 这是外来科技知识传

播的有效路径，也是科技下乡必须尊重的农村地方社会基础。
（三）亲情伦理的继续存在

在关于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的研究中，王晓毅 ［２１］ 指出，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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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种衰败现象，最大的表现就是农村社会生活的解体。 而这种解体造成的恶果，就是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的各种组织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解体，这就造成了村庄老人

权威的弱化。 因为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聚集的村庄，“老人会”可以发挥权威作用，但是如果

村庄中只剩下老人，“老人会”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王晓毅认为，乡村振兴应该从乡土

社会的伦理重建入手。 但笔者认为，从当前农村发展的现实来看，王晓毅的研究只是看到了集

体层面的权威衰落，却忽视了乡土社会内部的亲情坚韧。 事实上家庭亲情、伦理在农村仍然存

在。 林龙飞 ［２２］ 就曾经指出，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实背景下，农村青年渴望离开乡村进入现代

大城市，但是，这种渴望并不代表他们希望就此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 其原因是，城乡二元壁垒

体制的存在固然使他们难以实现对城市生活完全融入，但更重要的是以“家庭本位”为根基的

“过日子”理念并没有在青年群体中消减，出于一种乡土情结，他们中的很多人终会返乡。 这一

点，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 何慧丽、苏志豪 ［２３］ 认为，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虽然中国

农村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过于产业化的“绿色革命”也给人们身体、内心带来较大摧残，
一些长期在外务工青年有感于家庭功能残缺，在痛定思痛中感受到“家庭建设与幸福人生” “家

和万事兴”的重要性，于是以一种重视家庭伦理责任的方式回归家庭建设。 在 Ｊ 村，我们可以发

现，尽管不能说外出子女在父母命令下的“回归”就是一种亲情伦理责任的直接履行，但是在社

会个体继续原子化蜕变的趋势下，农民反而对亲情有了更紧迫的精神需求。 原因是这种需求一

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在外务工的精神寂寞，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在传统社区快速解体中，
感受到一种伦理亲情的可贵。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农村社区结构在急剧变化，而亲情伦理

关系受影响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看到亲情伦理在农村社会的继续存在，并不意味着这一社会基础维度就得到了所有

农业科技推广者的重视。 因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部分研究者为了突出社会制度运行

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往往会强调制度践行过程中的非个体私利关系，但也由此造成了制度运行

过程中的非亲和性。 而 Ｊ 村白橘对劳动力短缺问题的解决方式则表明，在部分需要农民积极参

与、践行的集体社会事件层面，亲情伦理的介入往往能起到正面促进作用。 所以，对继续存在的

亲情伦理的重视及其作用的发挥，也是 Ｊ 村白橘种植在科技下乡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

社会维度。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Ｊ 村白橘品种之所以能够改造成功，与当地农民对下乡科技

的接受有着很大关系。 但这种接受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着一波三折的实践过程。 在当地农

业局对 Ｊ 村进行技术扶贫初期，当地农民对这种外来农业科技的不积极回应，是因为在他们的

农业生产过程中，这种打着“科技扶贫”旗号的科技下乡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并未起到太明显

的效果。 他们并不反对科技下乡，而是反对下乡的科技并未与他们的客观实际相结合。 基于这

一历史前提，Ｔ 县农业局的科学技术人员改变了过去那种单靠专家单向输出的科技传播策略，
将科技下乡与 Ｊ 村历史、民情结合起来，农村精英带动、本土性资源利用以及亲情伦理支持等社

会机制的影响和介入，使 Ｊ 村白橘在推广种植过程中呈现出栽种面积不断扩大、农民经济收入

不断提升以及返乡从事果树种植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增加等现象。 Ｔ 县白橘技术下乡成功的

背后，是当地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对农民注重实践性学习范式、传统与现代农业知识并无本质之

分以及亲情伦理在衰败乡村仍然存在等社会基础的尊重和利用。 科技下乡既是一个外来先进

科学技术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当地社会基础有效结合的过程，由此，科技下乡才得以成功。
根据以上分析，在中国农村的科技下乡与知识传播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使这一过程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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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 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引起进一步重视：
第一，科技人员传播态度的改变。 在以往，科技人员下乡往往强调其传播知识的先进性，而

忽视其传播态度。 但 Ｊ 村白橘推广过程表明，在科技下乡过程中，下乡科技人员态度转变也是

其传播的科技知识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原因是，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外来先

进技术通常会给当地民众带来较大利益，但长期风险规避意识也会使他们持观望态度。 而面对

地方民众对下乡科技缺乏回应的客观现实，如果下乡科技人员强行要求他们接受，那么将会引

发较为激烈的矛盾；但是当他们采取一种更加缓和的态度，则会使下乡科技在知识传播和推广

的过程中得到农民的认可。 因此，在下乡科技推广过程中，科技人员态度转变非常重要。
第二，乡土社会机制的尊重、提炼与利用。 在以往发展过程中，基于唯经济增长的理念，地

方性社会机制往往被视为是经济发展障碍。 Ｊ 村白橘品种改造过程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
地方各种社会机制的尊重、提炼与利用，也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当然，这种机制并不是凭空产

生的，而是当地科技人员前期调查与协商的结果。 而也正是这种调查、协商，使部分有利于科技

传播的社会机制得以被纳入科技传播过程。 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下乡要获得更大成

功，就必须在调查、协商基础上，对地方性社会机制予以尊重和提炼。 由此，科技助推当地经济

发展的动力作用才能得到更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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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ｉｖｅ “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ａ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ｏｒａｎｇ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Ｊ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ｕｓｅ ｂｕｔ ｎｏ ｏ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ｌｉ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ｏｎ －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ｒｅ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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